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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研发者是核心技术的创造者，成为行业关键研发者是企业的不懈追求。基于知识理论，以生物制药行业228家企业自2005到2015年的专利数据和SCI论文发表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以及科学能力对其成为行业关键研发者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与其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为倒U型关系；而科学能力对这一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科学能力削弱了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与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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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inventor is the creator of core technology, among the key inventor in the industry i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theory, logistic regression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breadth, depth and scientific capability of the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on the enterprise's becoming key inventor in the industry by the data of patent and the published scientific papers from SCI of 228 enterprises in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uring 2005 to 2015.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on being a key invento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capa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re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and becoming key inventors. The scientific capability weaken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and being key inventors.

Key Words: breadth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depth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key inventor; scientific capability

全球进入创新发展与经济竞争的新阶段，自主创新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持续增长，科技论文发表和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居世界首位，同时成为高技术产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大国。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指出，截至2018年底，我国31个省区市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0.2万件，同比增长18.1%，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11.5件。尽管我国的专利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在高价值专利的申请和授权上，与国外相比还存很大的差距。例如，2015年，我国申请的三方专利为2889件，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表明我国专利数量和质量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缺少高价值的核心专利。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仅需要关注创新产出的数量，同样必须重视产出的质量。财政部等在实施《关于企业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配制度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企业应当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并将关键研发者定义为“关键技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重大研发项目的负责人或者对企业主导产品、核心技术进行重大创新、改进的主要技术人员”，关键研发者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影响，对组织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1]，是组织创新的中坚力量。借鉴Pilkington[2]（2009）等学者关于关键研发者的研究，引出关键研发企业的定义，即整个行业中的领先者，控制着行业的关键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资源，引导着行业技术发展方向的企业。因此，成为行业中的关键研发者是每个企业所关心的问题。

从知识基础理论出发，一项创新脱胎于企业原有的知识积累，创新活动的差异是由企业原有技术知识基础结构异质性决定的[3]。不同的技术知识构成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使得企业研发角色发生转变。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广度和深度对创新产出数量具有显著的影响[4]，但是并未考虑其对企业研发角色转变的影响。因此，研究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虽然企业主要从事技术知识生产活动，但是Bush[5]早在1945年就已经发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是从科学研究开始，逐渐发展到应用研究后，对新知识进行试验与发展，最后将其转化为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表明科学研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科学导向型行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裴云龙[5]（2016）以Ying G[6]（2015）等学者指出科学研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密切相关，它是企业技术开发的知识基础和创新源泉。科学能力的变化，能够改变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知识的来源，而且也可以促使企业改变对知识元素的认知程度，提高突破性创新出现概率。因此，科学能力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科学导向型企业而言，探究企业科学能力对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其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关系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的问题是：（1）企业的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对其成为行业中的关键研发者有什么影响？（2）企业的科学能力对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通过收集并整理中国生物制药行业企业2009年至2015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据和SCI论文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1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文献回顾
当前关于关键研发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关键研发者概念和区分方法；二是对影响关键研发者创造力的因素的探讨。一方面，对于关键研发者概念的界定，最初来源于对研发者个体层面的界定，即具有高创新水平的研发者为关键研发者，这类研发者创造的创新成果数量较多，且质量较高。针对关键研发者识别的方法则主要运用专利数据进行分析。例如，Grigoriou和 Rothaermel[7]（2014）提出以申请专利数量的多少区分关键研发者和一般研发者，而Hess和 Rothaermel[8]（2011）、Kehoe和 Tzabbar[9]（2015）等学者则同时利用关键研发者申请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其中质量利用专利被引频次进行分析。还有些学者则从情报学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利用专利语义和多维尺度分析来识别关键研发者的方法[10]。之后，Pilkington[2]（2009）将关键研发者的概念延伸至行业层面，认为申请的专利数量和引用次数均大于均值的2倍的企业为关键研发企业。另一方面，对于关键研发者影响因素的研究则聚焦于组织环境变化以及研发者所处创新网络结构等方面，学者们指出关键研发者的创造力高低取决于工作环境、员工流动性、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研发者所处的创新网络等因素[11-15]，并且有学者发现，关键研发者的知识范围对其创造力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影响[1]。结合关键研发者的定义，可以发现关键研发者与一般研发者相比，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知识基础理论衍生自“资源基础理论”，它将知识视为组织最重要的资源[4]。Jaffe[16]（1989）在其研究中将知识基础定义为各类知识元素（包括信息、科技、关键技术和技巧）和个体所拥有知识的集合。之后，学者将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两类: 基于科学的解析性知识基础和基于工程的综合性知识基础[17]，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行业，并且使得企业产生差异化的创新行为。知识搜索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受到企业原有知识基础的影响，即创新存在路径依赖性，而技术知识基础的差异性决定了企业未来创新的方向与方式[18]。基于这一观点，学者们提出技术知识基础不同维度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作用，Brusoni[19]（2005）等学者指出由于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的差异性是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但是在其研究中对于广度和深度和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并未做深入探讨。之后，Jin[20]（2015）在其研究中对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广度和深度对二元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另外，Victor(2016)[21]等学者则探索了知识基础广度和企业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正相关。同样，我国学者对于技术知识基础和创新之间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发现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对创新产出的数量具有异质性的影响[22-24]。之后，学者们则进一步探究了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企业创新模式之间的耦合关系，例如，曾德明和陈培祯[25]（2017）等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对二元式创新绩效有倒Ｕ型影响；而白寅和周新宇[26]（2018）进一步指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基础对双元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指出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对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聚焦于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多维度特性、创新模式和创新产出数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创新是对企业知识元素不断拆分重组的结果，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于企业原有的技术知识基础积累。同时，结合关键研发者的定义，即关键研发者具有高水平的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可见，企业技术知识基础与其能否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存在关联性，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对这一关联性的分析。

在目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以生物制药和医药行业为代表的科学导向型行业的兴起，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不再只局限于技术层面，企业科学能力的提升，改变了企业原有技术创新过程，科学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企业不再只是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同时也逐渐关注科学研究。企业的科学研究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同时也使得企业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元素重组规律，甚至引导知识元素重组规律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到企业研发角色的转变。

综上所述，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从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角度出发，探究其对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科学能力指标，分析其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建立的概念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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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1.2假设提出
1.2.1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指的是企业的专业知识所涉及的技术领域的范围[27]。一开始，随着技术知识基础广度的提升，企业获取更多的新兴技术知识，增大了其与已有技术知识元素之间的碰撞和聚合[28]，加深企业前沿技术和知识的理解，提高高价值的全新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提高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企业通过开发全新技术领域来提升其研发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的潜能，新技术领域的拓展有助于企业分担研发风险，降低研发失败可能性[27]，进而正向促进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然而，当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增至某一界限后，随着知识领域继续扩大，企业的学习成本随之不断提升，并使得创新周期延长，对企业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对全新知识进行消化和吸收，导致交易和沟通成本提升，进而减少了技术创新的研发费用，并且由于知识领域的过度扩张，其获取知识的可信性降低，探索新技术的不确定风险升高，出现大量冗余知识，不利于企业快速掌握核心技术成长为关键研发者。

    假设1：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具有倒U型作用。
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是对知识垂直维度的衡量，反映的是企业对自身掌握的某一领域技术知识内容的独特性、复杂性的熟悉程度[29]。企业技术知识基础深度由较低水平升至较高水平时，企业对其所处技术领域和市场的各类知识的理解逐渐加深，对知识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认知程度提升，促使其创新效率提高；而且，由于企业对同一领域进行技术探索，有助于降低学习成本和研发风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应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30]，有利于企业成为并稳定关键研发者的地位。然而，随着企业在某一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能力逐渐达到峰值，此时继续深化技术知识基础，可能导致创新惰性的增加，即企业和研发人员可能会由于自身的惰性，更愿意在熟知的领域内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甚至拒绝其他新兴领域的创新，阻碍企业应对技术变革，难以有效掌握行业内新的主导技术；另一方面，从规避风险和减少成本的角度，企业更倾向于在现有的知识领域内从事创新活动，降低了突破性创新出现的概率，并且容易造成技术锁定现象，企业在特长知识基础领域上寻求新创新的成本会提高[23]，对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造成不利影响。
假设2：企业技术知识基础深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具有倒U型作用。
1.2.2科学能力的调节作用
科学能力测量的是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能力，该值越高，表明企业探究的技术研究方向越多。在企业拓展技术知识基础广度的初期，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更多新颖性的科学知识，由于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不同的演化逻辑，企业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探索学习，探究现有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联系，扰乱了新技术知识元素与现有知识元素之间相互聚合碰撞的过程；另外，企业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知识需要一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进行更多的尝试，增大了技术开发的难度，使得企业研发成本提升，创新风险增大， 进而导致比企业直接进行新领域的技术创新花费更多的成本，因此削弱了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关键研发者的正向影响。然而，当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增至某一界限时，科学能力的正向引导作用就显现出来。具有较高水平科学能力的企业，可以利用科学知识指导企业从众多技术知识元素中，选取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技术领域，降低企业选择和学习成本，从而减少开发费用；并且企业对候选技术领域内部科学原理由更深入的理解，可以指引企业减少领域拓展的数量，降低探索新技术的不确定风险。因此：

假设3：企业科学能力对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削弱了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倒U型关系。
企业在进行技术探索的初期，不仅会扩大新领域的开发，也会加强对已有领域深度的扩展。在这一时期，科学能力对企业对熟知领域的拓展存在干扰作用。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全新科学知识，此时，企业将从基础研究的角度重新考虑元素的组合与协同，加大了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企业将科学知识运用到技术深度挖掘的过程，降低了技术知识元素重组的效率，并且增大了企业对知识元素深度拓展的难度。因此，科学能力对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与关键研发者的正向影响有削弱作用。然而，当企业在某一技术领域的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此时企业对这一领域的技术能力处于较为饱和状态下，科学能力的前瞻性会指引企业进行新领域的拓展，而不是持续进行渐进式创新，更能使企业发展适应未来趋势。同时，随着科学能力提提升，使得企业减少对熟知领域的过度关注，避免技术锁定现象。因此，在这一阶段，科学能力对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与关键研发者的负向影响有削弱作用。
假设4：企业科学能力对技术知识基础深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削弱了技术知识基础深度对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倒U 型关系。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生物制药行业228家企业自2005到2015年的专利数据和SCI论文发表数据为样本，原因主要是生物制药行业是高新技术行业代表，技术发展迅猛，专利申请量大；行业以发现新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科学论文发表量大。本文采用的是大为(innojoy)专利数据库收集专利数据，在此基础上，得出关键研发者，并计算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指标；采用Web of Science中的SCI数据库计算关键研发者的科学能力，数据收集具体过程如下：
借鉴Looy[31]（2003）和Guan[32]（2007）对国际专利分类和行业的研究选取生物制药行业的IPC如下：
表1行业与国际IPC分类表
	领域描述
	IPC分类

	生物制药
	A01H，A61K，C02F，C07G、K，C12M、N、P、Q、S，G01N


根据表1的分类收集生物制药行业2005至2016申请的发明专利共182582条。首先，对样本企业的预处理：对专利申请人类型中的院校、个人等进行剔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其次，对生物制药行业每年的专利库梳理出企业年发表专利总数、企业申请人个数、专利年总被引证数和专利平均被引证数的梳理。最后，借鉴Pilkington(2009)识别行业内关键研发者的方法，选取企业发表发明专利数量大于等于整个行业所有企业发表发明专利均值2倍，并且专利引用次数大于整个行业专利引用次数均值的2倍企业作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企业。每年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在识别关键研发者的过程中发现：（1）2009年至2016年企业发表专利数量和企业申请人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2012年至2016年企业发表专利数量增长较快。企业申请人数量不断增加说明了我国的生物制药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逐渐成为行业创新的主体。（2）专利的总被引证数先增加后降低。2009年至2012年增加的原因是企业发表专利数量增加和累计引用量增加；2013-2016年降低的原因是时间效应导致发表年份晚的专利累计引用量少。

通过对各年关键研发者的分析中发现：2009年至2011年筛选出行业内关键研发者数量较少，说明这一阶段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弱，多数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较多，而质量较低。第二阶段，2012年至2016年筛选出的当年行业内关键研发者数量依次递增，甚至在2016年达到百家以上，说明企业此时不仅重视了创新产出的数量，同时也对创新产出的质量关注程度逐年提升。同时，通过表2分析可以看出2016年专利平均被引证数极低，引用情况随着时间的变化不稳定，导致数据异常。因此，将2016年作为异常值移出样本。在此基础上，对筛选出的关键研发者进行整合，将重复值合并，并根据公司的从属将属于同一公司的企业合并，最终得到的关键研发者数量为228家。
表2 关键研发者基本数据

	年份
	企业发表专利数量（件）
	企业申请人数量（个）
	企业平均专利申请量（件）
	总被引证数（次）
	专利平均被引证数（次）
	关键研发者数量（个）

	2009
	877 4
	326 2
	2.689 8
	246 44
	2.808 8
	16

	2010
	103 89
	401 8
	2.585 6
	262 59
	2.527 6
	5

	2012
	180 01
	604 3
	2.978 8
	289 07
	1.605 9
	38

	2013
	226 82
	709 3
	3.197 8
	267 57
	1.179 7
	41

	2014
	284 33
	840 5
	3.382 9
	212 93
	0.748 9
	69

	2015
	362 11
	102 80
	3.522 5
	138 96
	0.383 8
	97

	2016
	447 27
	131 18
	3.409 6
	432 0
	0.096 6
	178


2.2变量测量
(1)因变量
企业是否为关键研发者是本文的因变量，根据关键研发者的判定标准：①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大于等于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平均申请量的2倍；②企业申请专利的平均引用量大于等于行业企业所有专利平均引用量的2倍，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企业将其界定为关键研发者，取值为1，不符合任一条件的取值为0。
(2)自变量
为了减少由于技术环境变化造成的噪音影响，考虑到技术产出有累积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文中利用企业前五年的数据来计算当年的技术知识基础。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指的是企业的专业知识所涉及的技术领域的范围。借鉴以往关于技术知识基础广度计算方法，本文将企业t年技术知识基础的广度测算方法定义为为t-4到t年的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涉及的n个国际技术分类小类的数量。
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测量的是企业对某一特定技术领域或应用领域的熟悉程度，企业第t年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计算过程如下：①计算企业t-4到t年n个技术分类小类占总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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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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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请的发明专利数。
②n个比值的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即为企业t年技术知识基础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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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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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n个技术分类小类比值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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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n个技术分类小类比值的均值。
(3)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是企业的科学能力，利用科学产出对这一指标近似表达。最具代表科学产出表现形式是科学论文，借鉴王晓君和张俊杰（2016）[33]等学者对科学能力的测算方法，选取企业发表的SCI论文涉及学科的分析，将研究方向的数量作为企业科学能力的衡量标准，即企业t年科学能力的广度测算方法定义为t-3到t-1年的企业发表科学论文涉及的m个研究方向的数量。
(4)控制变量
技术知识基础规模。企业技术知识基础规模越大，创新成果的数量越大，企业进行拆分和重组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有利于企业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在文中将企业在5年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作为企业技术知识基础规模。 
企业专利发明人数。该变量代表企业所有发明专利的涉及的申请人的总数。企业专利发明人越多，说明企业有越多的研发人员进行单独或合作技术创新，就越有可能使企业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
企业年龄。该变量的测算是从企业成立年份到当年的年数，即企业成立当年的企业年龄为1。企业年龄越大，企业进行专利研发和论文发表的年份越长，知识存量越大，越有可能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
3.回归结果与讨论
表3是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从表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变量的相关性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存在多重线性相关，对VIF值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7。因此，变量之间的多元线性相关度不高。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关键研发者
	0.16
	0.37
	1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log）
	0.58
	0.57
	0.31***
	1
	
	
	
	

	技术知识基础深度
	0.59
	0.74
	0.27***
	0.89***
	1
	
	
	
	

	科学能力
	0.05
	0.21
	0.01
	0.40***
	0.49***
	1
	
	
	

	技术知识基础规模（log）
	0.98
	0.94
	0.36***
	0.95***
	0.88***
	0.41***
	1
	
	

	专利发明人（log）
	0.45
	0.59
	0.35 ***
	0.69***
	0.64***
	0.41***
	0.73***
	1
	

	企业年龄（log）
	0.71
	0.44
	0.14***
	0.54***
	0.46***
	0.23***
	0.53***
	0.47***
	1


注：***代表在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5%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并探讨科学能力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技术知识
	0.867***
	0.886***
	1.065***
	0.950***
	1.068***

	基础规模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专利发明人数
	0.857***
	0.920***
	0.925***
	0.993***
	1.04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4 回归分析结果（续）
	因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企业年龄
	-0.742***
	-1.241***
	-0.997***
	-1.220***
	-0.984***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技术知识
	
	4.718***
	
	4.878***
	

	基础广度
	
	(0.000)
	
	(0.000)
	

	技术知识
	
	
	1.151***
	
	1.398***

	基础深度
	
	
	(0.003)
	
	(0.003)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2
	
	-2.243***
(0.000)
	
	-2.328***
(0.000)
	

	技术知识基础深度2x
	
	
	-1.174***（0.000）
	
	-1.290***
(0.000)

	科学能力
	
	
	
	3.887
	1.559

	
	
	
	
	(0.212)
	(0.297)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x科学能力
	
	
	
	-6.103*

（0.073）
	

	技术知识基础深度x科学能力
	
	
	
	
	-2.886**

	
	
	
	
	
	(0.019)

	技术知识基础广度2x科学能力
	
	
	
	2.065**
(0.036)
	

	
	
	
	
	
	

	技术知识基础深度2 x科学能力
	
	
	
	
	1.435***
(0.006)

	
	
	
	
	
	

	常数项
	-2.720***
	-5.727***
	-3.669***
	-5.953***
	-3.89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og likelihood
	-586.113
	-526.775
	-552.046
	-520.408
	-539.838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p值
模型1为仅有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技术知识基础规模和专利发明人数对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显著正相关。模型2检验的是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显示技术知识基础广度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为-2.24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存在倒U型关系，支持了假设1。模型3为技术知识基础深度与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技术知识基础深度的二次项系数为-1.174，在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得到了支持。模型4检验的是企业科学能力对技术知识基础的广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调节关系，科学能力和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的二次项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2.065，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科学能力的广度削弱了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的广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设3得到验证。同样，假设4中的科学能力和企业技术知识基础深度二次项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是1.435，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4得到验证。

4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228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对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并分析了科学能力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最终结论如下：
（1） 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具有倒U型的作用，这表明一开始，随着企业新技术领域的拓展，知识元素组合的潜在数量和质量随之提升，使得企业占据关键研发者地位。然而，当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过度扩展后，由于知识元素重组的效率降低，导致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因而出现负向影响。

（2） 企业技术知识基础深度与其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表明初期阶段，企业技术知识基础深度的提升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具有正向影响，而当技术知识基础深度提升至某一界限后，深度与其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存在负向联系，说明保持适度深度的技术知识基础是企业占据并维持关键研发者地位的重要保障。

（3） 科学能力对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其成为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科学能力的提升，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之减弱。这说明，一开始，随着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的提升，企业科学能力减弱了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正向作用；而当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提升至某一界限后，企业科学能力发挥出正向指引作用，削弱了技术知识基础广度、深度和关键研发者之间的负向关系。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文中从企业层面出发，结合知识基础理论，阐释并证实企业技术知识基础结构特征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具有显著影响，丰富并拓展了关键研发者研究层面，并从知识角度出发，探寻影响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因素。遵循Bush等学者对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探讨，引入科学能力指标，阐明了科学知识对技术知识基础和企业关键研发者地位占据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初步打开了技术知识基础和企业研发者角色之间关系的“黑箱”。研究结论为企业构建和改善技术知识基础结构以实现其占据和维持关键研发者地位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果对管理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

任何企业都期望成为关键研发者，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在构建其技术知识基础结构时，需要慎重考虑对技术知识基础广度的拓展和深度的延伸。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不断涌现，企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掌握所有新技术和新知识，必须从中选择并转化为自身技术知识，明确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侧重点。在企业的创新初期，加强新领域的探索，深入开发和利用已有技术领域知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有利于企业成为行业内的关键研发者。然而，在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和深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拥有的技术领域趋于饱和，并且对已有技术领域知识掌握已达到顶峰水平，此时需要适度地进行新技术领域的拓展，使得企业能够维持关键研发者的地位。
另外，企业在构建自身技术知识基础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科学能力的培养。在创新活动初期，企业不断地去获取各种新技术和新知识，但是在这一阶段，企业对于知识元素自身以及元素之间关系的认知并不深入，较高科学能力水平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将这些科学知识转为技术知识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和时间，分散了企业技术创新集中度，导致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下降，表明科学能力的提升会削弱广度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正向作用。而当企业拥有的知识元素数量越来越多时，企业需要从中选择出较为合适的发展方向，此时高科学能力有利于企业发现前景较好的发展方向，从而促使企业能够适应技术变革，维持其关键研发者的地位。
同时，企业在加强自身技术知识领域的掌握程度时，也需要重视自身科学能力的作用。一开始，企业对于自身拥有的知识和知识元素之间的关系认知程度由较低水平逐渐提高，在这一过程中，高科学能力会减弱企业知识重组的效率，不利于企业成为关键研发者，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应该保持相对较低的科学能力。然而，当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掌握程度达到某一界限后，企业需要培养较高的科学能力，以达到实现打破技术闭锁的状态，提高适应外部技术变革的能力，从而占据并维持关键研发者地位。
本研究尽管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文选择科学导向型的生物制药行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未来可以选择应用导向型的行业（如电子信息行业）进行分析，观察行业差别对研究结论是否存在影响；第二，文中只分析了企业内部知识资源对其成为关键研发者的影响，并未考虑企业外部知识资源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究内外知识资源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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